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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兌簋推考西周榮氏家族晚期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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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先闖
西周榮氏家族，雖傳世典籍記載簡略，但相關銅器銘文卻屢載其家族成員史跡活動，其家族長（榮伯）屢任王朝冊命典禮的儐右與中央執政大臣之一的身份，已凸顯了榮氏的強族本色。作為畿內顯貴世族之一，其家族政治事業達於頂峰的標志人物便是厲王晚期升任首席執政大臣的榮夷公。此後隨著“國人暴動”與厲王流彘等事件的沖擊，榮氏幾乎消隱於政治舞臺。直到本世紀初眉縣楊家村窖藏單逨諸器重見天日，榮氏後人又得見於彝銘。可是，榮氏家族自厲王之後的世系究竟如何，逨盤、逨鼎提及的宣王時人“榮兌”究竟是否為榮氏大宗之後，還是另有隱情？這是值得深思的。本文欲通過對西周晚期的政局分析及銅器銘文所隱含之“蛛絲馬跡”，對榮氏家族於西周晚期的世系進行一番合理推論。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指正。
一
榮氏，為與周王同姓的畿內貴族世家。《國語·晉語四》所載文王“重之以周、召、畢、榮”所言之“榮公”（韋昭注）或當為榮氏受封於西周的始祖。其後不僅《尚書·書序》言及成王世有司邦交禮儀活動的一代“榮伯”，而且在西周早期有大量“榮子器”傳於後世，這已被絕大多數學者認同為西周榮氏家族的遺物
。於周初便奠定的良好發展基調，甫一進入西周中期，便逐漸展露其迅猛的上升態勢，這得益於十餘件榮氏家族長榮伯於王朝冊命典禮擔任“儐右”身份的銅器著錄。特別是最新收錄於吳鎮烽編著《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簡稱《銘圖》）及《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編》（簡稱《銘圖續》）中與榮氏相關的四件器銘，即古鼎（《銘圖》2453）、古盉（《銘圖》14798）與古盨蓋（《銘圖》5673）以及衍簋（《銘圖續》0455），有關於其年代，筆者已撰有小文，認為器主“古”或當為穆共時代人，而三器的時代大致在西周共王世。衍簋的器主“衍”當為西周畿內井叔氏的分支鄭井氏家族後人，與康鼎的器主康皆供職於內廷，當為西周宰官。而衍簋的時代約略夷王世
。包含上述四器在內，以及西周中後期十餘件榮伯擔任冊命禮儐右的器物如衛簋（《集成》4209—4212）、同簋（《集成》4270—4271）、輔師嫠簋（《集成》4286）、宰獸簋（《近出》490）、元年師詢簋（《集成》4342）、弭伯師耤簋（《集成》4257）以及康鼎（《集成》2786）等為榮氏的顯赫世族地位奠定穩固基礎。直到厲王後期，看似周厲王不聽勸諫一意孤行重用榮夷公為卿士的政治行為，實際上是由榮氏強大的家族實力（尤其是榮氏長期占據主管民事經濟事務的“司徒”高位）和與周王近臣保持的密切關系等綜合因素所促成。
穩進綿延至整個西周中期，屢次出現於多位朝廷任命官吏的冊命禮並署理國務的榮氏家族長榮伯，代表了榮氏長期的繁榮昌盛，是畿內少有的可與井氏、南宮氏相匹敵的顯赫世族。但是榮氏的轉折期恰恰就在厲王後期重用榮夷公當政時期。關於厲王後期之事，《國語·周語上》和《史記·周本記》均言之較詳，茲以《周本記》記載，移錄如下：
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厲王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也。”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用事。
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召公諫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其謗鮮矣，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乃相與叛，襲厲王。厲王出奔於彘。
從這段記載中大致可以得出如下信息：一是榮夷公本人的性格特征為“好專利而不知大難”（《逸周書·芮良夫》亦有類似記載），言下之意便是他很難勝任調節經濟、協調各方的首席執政官的職責；二是榮夷公當政推行專利政策不得人心，以致於“國人莫敢言”、“諸侯不朝”。三是榮夷公被厲王重用，最終結局證實了芮良夫的預言“榮公若用，周必敗”，而最大的惡果之一便是將厲王趕下王座，流於彘地。
可以說，厲王末期由於重用榮夷公推行專利政策並試圖重整王權的一系列努力不僅埋葬了厲王本人的政治生命，隨著“國人暴動”事件而改變的朝野格局以及動蕩不安的“倒厲”風波勢必會波及支持厲王“革典”的榮氏家族。《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於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新近公布的《清華簡·系年》對厲王晚年之事亦記載深刻，“至於厲王，大虐於周，卿士、諸正、萬民弗忍於厥心，乃歸厲王於彘。”如學者分析，厲王晚期的“國人暴動”事件是由畿內上層貴族發動並領導，社會各階層人員共同參與以反抗周天子暴政的政治鬥爭
。只不過這場政治鬥爭的背後可能還摻雜十分複雜的貴族家族間明爭暗鬥
，這可以引《詩經》中的政治詩《十月之交》中的幾句作為旁證：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塚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以顯見的自然環境變遷來影射畿內貴族失勢或得權的殘酷鬥爭局面。
如果說厲王後期的政治鬥爭可以將高高在上的王冠掀翻在地，那麼也同樣不會放過那些曾助紂為虐的卿士貴族們。作為厲王死黨的榮夷公自難當幸免於難。正如徐中舒曾指出的那樣：“彘之亂，榮夷公下落不見於記載，當時國人憤怒，厲王子宣王尚幼，且幾不免，以此論之，則榮夷公豈能見容於國人？”
這或是榮夷公受當時情勢所迫的最大可能。
二
榮夷公之後，榮氏後人難覓蹤影，榮氏也幾乎完全消失於其後的政治舞臺。這也從側面反映該家族自“國人暴動”事件之後暗淡無光的政治命運。所幸地不愛寶，一處塵封千年之久的窖藏銅器群於本世紀初重現於陝西眉縣楊家村，這組器物絕大多數是畿內另一世族單氏的第八代傳人單逨所作器，其中的逨盤（《文物》2003年第6期）不僅因第一次實物證實了文王——厲王的世次而享有極高的史料價值，而且銘文出現了自榮夷公之後就已淹沒無聞的榮氏家族後人榮兌，逨鼎銘同樣出現了此人。這個突然出現的“榮兌”究竟在榮氏家族內占據怎樣的地位？與榮夷公之間的關系如何呢？為分析之便，先迻錄有關“榮兌”的銘文如下：
逨盤：今餘唯經乃先聖祖考，申就乃命，令汝疋（胥）榮兌，[image: image1.png]e



司四方吳（虞）林，用宮禦。（《新收》757）
四十三年逨鼎：昔餘既令汝疋（胥）榮兌，[image: image2.png]e



司四方吳（虞）林，用宮禦。（《銘圖》2503—2512）
二器關於“榮兌”的記載支持盤在前而鼎在後的鑄造順序，因為從器銘來看，前者當為單逨初次被任命，而後者顯然已是再命。如逨盤、逨鼎這般高王年的銅器出現在西周晚期，除宣王外，別無他王可容納。且單逨在追述先祖自文武世至於厲王的業績後，尊稱當今周王為“天子”，可見他當主要任職於宣王世。而同銘十件的四十三年逨鼎已自明鑄造在“四十三年”，這已是宣王執政的末期。如果“榮兌”作為榮氏於王朝晚末唯一還可見的家族成員，於宣王四十三年還供職於王廷並且擔任相對比較重要職位的話，那麼他與厲王晚期的榮夷公之間隔時間已不短。為此不妨做一下簡單的年代推算：榮夷公主要生存於夷厲世，於厲王晚期得到重用升任首席執政官，很可能在三十七年的“國人暴動”事件中遭到殺害，那麼假設他與榮兌為父子關係的話，榮兌其人或當在厲王世（厲王中後期）就已成人，至宣王四十三年還任職於王廷，期間恐還經曆由周、召二公聯合執政的“共和行政”十四年（關於“共和行政”的主角以及是否能將其視作獨立紀年的問題，仍爭議頗多，本文暫取《史記》的說法），這相差至少七十餘年，且不論榮兌是否真能享近八十高壽，如此高齡擔任王廷重要職官亦可能甚微。所以，將榮兌直接視為榮夷公之子的路徑看來是行不通的。
較為合理的推斷是，榮夷公與榮兌為祖孫關係，期間恐還存有一代人。若果真如此，作為榮夷公之子而榮兌父輩的這個榮氏族人又該向哪裏尋求呢？這缺失的一代榮氏族人到底會否為榮氏大宗，還是旁支別系呢？西周晚期有一件銅器，似乎為尋求這缺失的一環提供了線索，那便是兌簋（《集成》3955）。其銘文作：
兌作朕皇考叔氏尊簋，兌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這件晚期器之銘文著實耐人尋味。器銘提及的“兌”到底是誰？“皇考叔氏”又是誰？有沒有可能與晚期榮氏發生聯系？器物的時代在西周晚期，而器主私名又恰好是“兌”，似乎暗示他和“榮兌”之間曖昧模糊的人物關系。能夠將此器與榮氏聯系起來的“痕跡”還不止於此，西周晚期還有這樣一件榮氏器物——叔趙父爯（《集成》11719），似乎有助於了解其中暗含的人物關系。其銘文云：
叔趙父作旅爯，其寶用。（正面）
榮監。（背面）
此器於1981年出土於陝西扶風溝原村灰坑。與之同出灰坑的其他伴生物皆顯示時代晚期的特征。羅西章認為“不論從器形、紋飾、字體看，都具有西周晚期的特點，是西周晚期之物。其窖藏時間和周原其它窖藏一樣，也在周室東遷之時。”
由於學者的關注點多集中於對“榮監”的解讀，反倒是斷代，鮮有給出明確意見者。近來韓巍的研究提供這樣一種觀點，即認為此器時代是在“國人暴動”事件之後，應是宣王即位後為達到穩定關中局勢的政治目的而任用的“榮監”所作器
。這種見解且不論正確與否，能夠將此器年代進一步確定在“國人暴動”事件之後乃至宣王早年，或有一定合理之處。
從叔趙父爯——這件或為劍鞘末端飾物——的正面鑄以器主之名“叔趙父”，而背面則署以“榮監”情形來看，二者當存有緊密聯系。魏芃以為：“‘叔趙父既然排行為‘叔’，即使不稱‘榮監’，也該自稱‘榮叔’，其人自然不會是任何一器中的‘榮伯’……其人要麼是榮氏中一位排行為叔，擔任‘監’職的官員，要麼並非榮氏族人……榮氏作為畿內望族，理論上講似不屬於需要設立監職的對象。既然榮氏不需設‘監’，‘榮監’叔趙父的身份是出身榮氏之為監者的可能性就比較大了。”
杜勇則在“榮國何以設監？”、“為何叔趙父被命為榮監？”的設問中，充分參考了榮氏過往特別是中期的發展曆程，這樣說道：“‘榮伯’以榮氏長子繼為榮國諸侯之後，又入朝擔任王室執政大臣，其國中的政務必然要有人代理才行。叔趙父可能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作為榮伯之弟而代理國政的，因而被任命為‘榮監’。這與《晉語》所說君行以太子監國的情況大致相類。”
杜氏見解自有其高明的一面，但細繹之下，仍覺有未妥當處。因為榮氏中期至厲王後期的發展相當輝煌，出現在十餘件器銘中擔任冊命典禮儐右或執政大臣的“榮伯”肯定不止一位，照杜先生說法，理當有多位“榮伯”離開自己的封地到中央政府出任要職，按常理推斷，也應該有不止一位“榮伯”的兄弟可以獲得“監”的資格代理掌管榮氏本家（國）族事務。可現實卻是目前僅僅發現了一件帶有“榮監”的器物，而且還是在西周晚期。這其中又有何隱情呢？
關於對“榮監”以及多件金文帶有“某監”器銘之理解，目前學界主流依然是放在西周存在監國制度的大框架內來考慮，但對它的質疑聲也時傳入耳。可以這樣說，在包含不超過十件金文“某監”的器銘審視下，要使人相信自周初就存在一種不曾間斷而常設的監國制度，還為時尚早。更別提出現“諸監”稱謂的仲幾父簋（《集成》3954）也是西周晚期器。最新得見的一則稱作“某監”器銘的材料，同樣會使人對將“某監”與監國制度過分聯系起來感到困惑。近年出土於湖北M107墓地被發掘簡報定名為“彳畢 監簋”（M107：2）的器物
，後來黃錦前撰文專門討論此器，主張定為“濮監簋”，時代大致在西周早期前段康王世
。本文暫從黃說。而它出土的M107墓地，發掘簡報根據墓葬規制和隨葬器物認為只是西周中型墓，而墓主推定為西周早期的曾國貴族。簡報作者根據西宮爵銘並“結合M107為曾國貴族墓、墓主與M28墓主關系密切等因素，基本認定墓主是一位不知私名的‘曾伯’。”
黃錦前對墓主身份的認識略有不同，以為墓主非一般公卿貴族，當系高級貴族。而濮監簋出於曾國墓地，可能是出於赗賻或饋贈等所致
。不管墓主是中級還是高級貴族，抑或者濮監簋出於其他偶然原因而出現在曾國墓地內，這則材料至少證明能夠把“濮監”和曾侯聯系起來的可能微乎其微。且不論找不到“濮監”的具體監視對象，如果將其監職的設立假定為針對曾國而來，那麼帶有“濮監”的器物又怎會出現在被監視之地呢，而且還不是與曾侯相關的墓葬內？這在一定意義上或許削弱了此前廣為認可的一種觀點可信度，以為設監的目的就在於監視封國諸侯。而將周代監國制度理解為周王朝於各地設立監察之官，以監督審視諸侯邦君從而達到維護統治秩序和王朝安全的這種認知
，在語言學上也曾遭到詰難，誠如王龍正所言：“‘某監’之‘某’都是主語，並非被監督的對象。”
劉正的研究同樣指出，將某監理解為周王朝派來監視地方封國君主的官員，違背了金文中氏名與官職名相結合的一般命名原則，因而不能成立
。
因此，將監國制度看作自周初就已設置的一種制度設計的觀點，筆者於本文只能存疑。而更願意將“某監”之“監”的設立看作是臨時政治舉措。正如學者所言，監的設置帶有臨時需要而即設的性質，它很難說是一種常設的行政機構
。這種因臨時需要而增設的非常規措施或許背後有著特殊的政治背景或特殊事件的影響。以管監鼎（《集成》2367）器銘為例，銘文云：管監引作父己寶䵼彝。銘文的首字，於省吾考證為“闌”字，是“管”之初文，即管叔封地，地點在今鄭州
。其說較為學者信從。不過後來有學者認為當地近殷墟地區
。不管地望何在，從銘文來看，器主“管監引”為父作器使用了日名，這並不符合周人的一貫稱名習慣，在“周人不用日名說”（雖然這種說法也不十分嚴謹而容易引起誤解）的基本原則審視下，器主“管監引”為殷遺的可能性比較大。在周人統治的成周未遠處，設立“管監”的背景何在呢？此器可大致定在西周中期前段
，田率以為當是“三監”之後的繼任者，因繼續監察審視殷遺民而設立於管地的監官
。此說不一定准確。器主可能的殷遺身份，當不能將其視為繼續以殷遺監視殷遺的監官。此器應該是管地因早期管叔叛亂被誅殺而後代絕封所遺留的暫時無主之地，在一段時間內無人分封於此而由中央政府派遣專門人員負責管理此地而設立的“管監”所作器。可能正是因為他是臨時代管而不是被賞賜或封於該地，所以在稱謂上只得稱為“管監”以示區別。
相較而言，清人姚鼐“周謂諸侯君其民曰監”的觀點
，或當更能為金文“榮監”之“監”的解釋提供依據。此說東漢大儒鄭玄在注解《周禮·大司馬》“建牧立監，以維邦國”一句時早已言及，謂“監，監一國，謂君也。”
“由於國君治民可謂之‘監’，故統治者治其國事亦可引申為‘監’”
。猶如古代“監國”，《國語·晉語一》雲：“君行，太子居，以監國也。”《左傳·閔公二年》載：“君行則守……守曰監國，古之制也。”記載春秋之事的《左傳》等典籍將“監國”視為“古之制”，這說明若國君因有事外出或特殊狀況不能於國內履行管理民眾的職責，那麼設立“監國”（通常由家族嫡長子擔任，但也應有例外存在）以便臨時署理政事當是其來有自的常見做法。
在榮氏家族發展史上，前文言及“國人暴動”事件給榮氏造成的重大打擊，恰好可為叔趙父爯“榮監”的設立提供必要的背景。作為厲王死黨的榮夷公，自“國人暴動”之後下落不明，很可能死於逃亡途中，而西周世官制的政治原則，很可能導致“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家族命運。榮夷公的嫡長子，也就是可以繼任成為榮氏家族長且稱為“榮伯”的那個人，暫時找不到任何有關他的記載，不知是跟隨其父榮夷公一起於暴動後非正常死亡，還是為避禍亂一直逃亡在外而不在榮氏封地內，又或者其他不為人知的原因。總之，他的“缺席”直接將家族內另一位人物推到了主管家族事務的“前臺”，此人正是叔趙父爯的器主“叔趙父”，排行為“叔”，字“趙父”。相較於“榮叔”——這個稱謂只顯示他為家族內宗法小宗，而非任何政治上的官職或尊位——而言，“榮監”的稱謂更能凸顯他實際的權力與身份，他不僅因兄長不能盡宗子職責而實際掌管了榮氏封地內所有事務，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族長”，而且這個正式稱謂很可能代表了中央政府對他地位的認可，類似於以中央派遣官的身份職掌了榮氏家族封地（哪怕這種“監”職可能僅僅出於後來政府的追認而非事先有意任命）。所以作器突出他的“榮監”身份而不僅僅是排行為“叔”的族內小宗便顯得尤為重要。
三
如上文所言，“叔趙父”應該是榮夷公嫡長子“榮伯”（沒有任何有關此人的記載）的弟弟，因兄長無法履行宗子職責而在榮夷公之後以“榮監”之名代領其家族事務而成為實際家族長。而他很有可能與兌簋中被兌稱作“皇考叔氏”的那位就是同一人。差別只在於稱作“榮監”時，“叔趙父”還活著，並委以重任。而到了兌簋的制作時，其人已經故去，變成“皇考”。
理論上來說，按周代嫡長子繼承制的原則推斷，榮夷公之後繼任榮氏宗子的當為一代榮伯，而逨盤、逨鼎還可見宣王世任職王廷的榮兌也當為大宗之後，世系關系應為榮夷公——榮伯——榮兌。可是這種世系可能目前僅存理論上的希望，並無任何有力證據支持這一世系排列。反倒是另一種可能性不僅在某些金文中流露痕跡，而且可以為厲宣政局的時代背景所解釋，這成為理解榮氏家族晚期發展境況的一大關鍵。世系排列大致可表述為榮夷公——叔趙父（榮監，後來稱作“皇考叔氏”）——榮兌。兌簋的器主“兌”與“榮兌”私名一致，器物的時代均在西周晚期，而且“兌”的父親排行正好也是“叔”，這些因素與榮氏晚期的人物出奇地吻合，難道僅僅是一種巧合嗎？
此外，“榮兌”這一稱名方式，根本不合於金文所見榮氏的習慣稱謂。在金文中，榮氏族人早期主要稱“榮子”（榮子器），而中後期多以“榮伯”行於世，“榮仲”、“榮叔”、“榮季”出現皆不超過兩次，但以氏名“榮”加行第（伯、仲、叔、季）來稱呼，幾乎占據了傳世文獻及金文材料有關榮氏家族成員稱謂的全部。那麼突然出現於宣王世的“榮兌”為什麼一改往日的傳統，直接出現了個人私名呢？如果榮兌是大宗之後，那麼他稱呼“榮伯”是再正常不過的了，可惜目前的材料幾乎無法提供這種可能性。而如果榮兌果真是榮叔（叔氏）之後，這也不妨礙榮兌可以稱“伯”，相關的記載可以印證這種說法。比如《史記·管蔡世家》：“蔡仲卒，子蔡伯荒立”；《史記·衛康叔世家》：“康叔卒，子康伯代立”；近年的尭公簋銘記載了晉唐叔虞之子在尚未封侯之前稱為“唐伯”的史實；而周代一位被稱為“宮叔”的貴族，其子或分別於彝銘中稱作“仲獘”（仲獘簋，《新收》322）與“伯□（陶）”；前揭逨（逑）盤器銘中單逨的四世祖與五世祖分別稱作“惠仲”與“零伯”；晉文侯的母弟曲沃桓叔，其子稱“莊伯”；囂仲的長子稱為“伯剌”（囂仲之子伯剌戈，《集成》11400）；伯戔盤（《集成》10160）的器主為“伯戔”，而在另一器中，又被喚作“邛仲之孫伯戔”（邛仲之孫伯戔盆，《集成》10341），這似乎表明自他祖輩開始已經是非“伯”之人，而延續至三代也依然可稱作“伯”；諸如此類不再具引。因此，從金文男子稱名方式來看，即使榮兌不是大宗之後而是“榮叔”之後人，稱“伯”也未嘗不可。難道稱名“榮兌”只是一種意外嗎？又或者還存在榮兌稱呼榮伯之器物深埋於地下？單逨被周王冊命擔任“司四方虞林”的榮兌的助手而作器提及自己的直屬上司，按理來說，如果“榮兌”有別的尊稱的話，單逨應該以一種更顯尊敬的稱謂來稱呼他，何以直呼上司的名諱呢？當然這只是常情推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由榮兌本人的宗法身份所決定。作為榮氏於宣王朝的家族代表，其人為宗子的身份是顯而易見的，可是這種“宗子”的身份，很可能並非是承繼其大宗地位而獲得，而是延襲他已故父親（皇考叔氏）的爵秩，他本人的實際族內地位應該是榮叔（叔趙父）之後。
魏芃的研究表明，“排行非‘伯’者可以為宗子，但排行非“伯”者即使身為宗子，也不會改稱‘伯’。”同時她還指出，“盡管排行非‘伯’者不得以‘伯’稱作為自己的宗子或者國君稱謂，但其人身為一氏之長或宗子的地位似乎並不會受到非‘伯’的影響……所謂宗子稱“伯”只是泛稱，其中很可能涵蓋了數量相對較少的排行‘仲’、‘叔’、‘季’者為宗子的情況。”
韓巍的研究得出與魏芃類似的結論，他曾對周代世族發生非嫡長子繼任宗子的情況有相當分析，指出：“宗法制的繼承原則在實際政治生活中卻往往難以貫徹。除去家族內部矛盾、族際爭端、君主幹預等造成對制度的人為破壞以外，還有一些人力難以抗拒的自然因素，比如嫡長子早卒，或因病殘無法勝任宗子之責，這在文獻中都有實例可尋。即使在西周宗法制較為穩固的時期，非嫡長子擔任宗子的情況可能也是很普遍的。”

應該這樣講，榮兌並非榮氏大宗之後，因此他即便成為家族宗子，也不願稱榮伯，這很容易與榮氏大宗嫡長子慣稱榮伯的傳統相混淆。而他本人又並非排行為“叔”，而很可能是因特殊背景接替其兄代領族長之職的榮叔（叔趙父）的嫡長子，所以他的家族地位相對比較尷尬，不能稱“榮伯”以免混淆其出身，又不能稱“榮叔”以免引來被當作複合氏名而另立別支的誤解。於朝廷任職也不高（只是中級大夫官銜），尚無顯赫爵位或尊稱，沒有特殊尊號可加。所以，其人采用這種以“氏名（榮）＋私名（兌）”的稱謂表述，一方面顯示他並未成為獨立小宗，尚可代表家族大宗之宗子身份，另一方面也是不能加上合適排行的一種權宜之計吧。
另外一點，從金文貴族男子稱謂來看，以“國名（或氏名）＋私名”組合起來的男子名十分少見
，而在為數不多的人名個例中，的確有一定數量證明這種人名組合的貴族男子，其人很可能為非“伯”（大宗）之後人。蔣休（晉國貴族）的父親為“叔氏”（蔣休簋，《近出》475）；蔣兌（姬姓蔣氏後人）的父親為“季氏”（蔣兌簋，《集成》4168）；滕虎的父親為“命仲”（滕虎簋，《集成》3828—3832）；周乎的父親為“庚仲”（周乎卣，《集成》5406）；顯示他們並非“某伯”之後代。另有一些可根據銘文分析當非家族大宗之後，比如兮熬（兮熬壺，《集成》9671）、周生
（周生豆，《集成》4682—4683）、周㗬（周㗬壺，《集成》9690—9691）、邿召
（邿召簠，《考古》1998年9期）、南旁
（㚤理母簋，《集成》3845）、應事（應事鼎，《集成》3442）等等。以此觀之，稱名方式為“榮兌”的榮氏後人，顯示與“榮伯”還是“榮叔（叔氏）”的聯系到底何者更加緊密，不是有更傾向性的選擇了嗎？
有意思的是，延及春秋時代，作為西周榮氏的後人只能看到“榮叔”的身影，據《春秋》莊公元年載：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楊伯峻注：榮叔，周大夫。厲王時周有卿士榮夷公，見周語上，此當是其後
。文公五年又載：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赗。楊伯峻注：莊元年經周亦有榮叔來魯錫（賜）桓公命，與此相距七十一年，當非一人，疑此榮叔或其後也。榮氏世稱“叔”，其尤晉之趙盾、趙武、趙鞅、趙無恤世稱“趙孟”，荀罃、荀盈、荀躒、荀瑤世稱“智伯”，荀林父、荀庚、荀偃、荀吳世稱“中行伯”歟
？
前後出現於《春秋》經的兩位“榮叔”，由於時間間隔過長，確應如楊氏所言，“當非一人”。而楊氏所提出的“榮氏世稱‘叔’”的推斷，可謂獨具只眼。如果相隔七十餘年的前後兩代（有可能中間還有一代）“榮叔”代表了榮氏於東周時代發展的話，那麼世代稱“叔”或許暗含了榮叔已經從榮氏大宗中獨立出來別立新支“榮叔氏”的言外之意。
總之，榮夷公之後，榮伯也跟著消失不見，取而代之的當為原族內小宗的榮叔，在榮夷公之後接管榮氏家族長的職務。其後慢慢延續至春秋時代，榮叔氏或已正式取代大宗，占據王廷職官，雖權力有限但仍可任官庇族。這一切當肇始於厲王晚期的“國人暴動”事件。從榮氏家族於西周晚期發展來看，榮夷公之後的榮氏內部宗法繼承原則應該由於特殊的時代背景遭到了破壞，本該繼承宗子之位的“榮伯”（榮夷公嫡長子）要麼於暴動後被殺，要麼逃亡在外，根本無法履行宗子職責，其後榮氏封地內的事務很可能在中央政府的干預下由“缺位”榮伯的母弟“榮叔”實領其責，成為“榮監”。而他死後，榮氏的宗子繼承權也並未回到榮氏大宗一支（榮氏大宗很可能隨著榮夷公嫡長子的出逃或被殺徹底斷裂），而是繼續由榮叔的嫡長子榮兌來繼承，直到春秋時期取大宗而代之。
四
綜覽有關榮氏家族的金文資料與傳世典籍記載，作為與周王同姓的畿內世族，榮氏顯赫而輝煌的發展史可綿延至西周厲王晚期，其強族本色於西周中期顯露無疑。但厲王末年的“國人暴動”事件，將一貫穩進的榮氏發展歷程徹底截斷。厲王後期一系列不得人心政策的推行，不僅使大半生擁有隆盛聲望的榮夷公晚節不保，逃亡在外，其帶來的更深影響或許還有榮氏晚期世系的重大轉折，即一直代表家族政治地位與象征的榮伯大宗一系，很可能無法延續下去，取而代之的是原本在族內排行為叔的榮氏小宗（當然在西周尚無別立新支）。
榮夷公之後的家族事務，應該由於特殊事件被叔趙父（榮叔）接管，稱為“榮監”。其後於朝廷任職的宣王時人榮兌也很可能就是榮叔的後人。這不僅通過對叔趙父爯、兌簋等器銘與人物稱謂的分析，可以解釋的通。而且榮氏於春秋時代的文獻記載，似也能提供些許旁證。總之，在器銘與傳世文獻的合證下，西周榮氏晚期的世系應該如下所示：榮夷公（主要活動於厲王世，在“國人暴動”之後不久去世）——叔趙父（榮監，主要活動於厲王後的“共和行政”時代，直至宣王早期。或當於宣王中後期死去，成為兌簋中的“皇考叔氏”）——榮兌（主要生活於宣王世，於宣王末期仍供職於王廷，是西周末期的榮氏代表）。
摘要：榮氏為西周顯赫世族，代表其家族長期穩定繁榮和政治地位的“榮伯”大宗一系，很可能因厲王晚期的“國人暴動”事件無法延續，榮夷公之後叔趙父實際成為家族長，稱為“榮監”。而出現於逨盤中的宣王時人“榮兌”，在晚期兌簋參照下，很可能就是榮叔（叔趙父）之子。這標志著榮氏長久奉行的嫡長子繼承制於榮夷公之後遭到破壞，其晚期世系發生了由大宗（榮夷公）向族內小宗（榮叔、榮兌）的重大轉折。這種世系複原不僅可串聯相關的銅器銘文，而且在晚期政局和時代背景的分析印證下，可謂目前較有說服力的一種推測。
關鍵詞：榮夷公 榮監 榮兌  兌簋  叔趙父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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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白川靜：《金文通釋》卷一下。另外，韓巍對“榮氏”的討論，也自然將榮子諸器納入到榮氏家族的器物討論當中。參見氏著《西周金文世族研究》的相關內容，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年，第107頁。基本可以說，認可西周早期“榮子”器為榮氏的家族作器為當今學界的主流看法。當然，也有一些學者曾認為“榮子”器是否可以納入到西周榮氏的討論中仍值得懷疑，比如彭裕商、陳絜等人曾有過這種疑慮。但實際上，榮子等銅器上出現日名等殷遺特征與西周姬姓榮氏是否判然兩分，基本是在“周人不用日名說”的參照下得出的一個模棱兩可的結論。而周人與日名之間的關系能否構成將榮子器從西周榮氏中劃分出去的證據，本身就是一個需要斟酌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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